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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员工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源泉，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高度重视创新发展。本文通过阅读员工创

新相关文献，从员工个体、领导、组织三个方面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其中包括创新

自我效能感、领导风格、组织创新氛围等因素。通过对影响因素进行整理，以期对相关研究能提供一点

有益参考。 
 
关键词 

员工创新，影响因素，个体，领导，组织 

 
 

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Jimei Y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an. 9th, 2022; accepted: Feb. 25th, 2022; published: Mar. 4th, 2022 
 

 
 

Abstract 
Employee innovation is the sourc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ll walks of lif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from the aspects of individual employees, 
leader and organization by reading relevant literature on employee innovation, including innova-
tive self-efficacy, leadership style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tmosphere.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ome useful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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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已成为企业高效成长的方式和手段，鼓励创新行为已成为当今企业关注的焦点。但企业本身无

法完成创新，员工个人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活动才是企业持续创新的源泉。作为企业内部主体要素的员工，

是企业创新的基础、前提和落脚点，离开员工创新，企业创新成为无源之水。 

2. 创新及员工创新行为概念 

创新是指在个体层面上产生的新颖的，同时又是切实可行的，对组织而言具有价值的产品、过程、

方法与思想[1]。创新这类行为不局限于提出想法和建议，也不局限于创新想法的推广与实现，日常工作

中的改进都可以称之为创新[2]。 
Van de Ven 认为创新的基础是思想，但发展，传播，反应和修改思想的人。他们需要新颖和分歧的

思维，从而将其新颖有用的思想转化为开发质量更好的过程，产品或服务[3]，在企业中实施创意的成功

也可以定义为创新[4]。员工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组织的创新做出贡献，有三者在许多组织和行业中常见

且非常重要：产生新想法，与同事、主管分享想法以及传播整个组织的创新，并努力自己实施这些创新

或帮助他人做到。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因，企业是创新发展的主体，其持续发展之基、市场制胜之道也在于创新。无

论是组织、团队，还是个体，都把产品、服务和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作为适应复杂和激烈的市场变化的重

要手段[5]。但创新另一方面给员工带来了许多风险，包括使他们面临质疑现有工作方法的批评[6]。 
De Jong 提出工作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定义为“针对在工作角色，团队或组织中发起和有意引入新的，

有用的想法和过程，产品或程序的个人行为”[7]。根据 Far 和 Ford 的定义，个体创新行为是指个体(在
工作、群体或组织中)首创和引进新的和有益的观念、产品或流程的行为。个体创新被认为是组织创新过

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组织竞争力的关键[8]。RICHTER 认为员工创新行为是员工个人在组织程序活动以

及服务中引进新颖和有用的想法的行为[9]，应包括创新思维产生、创新思维促进以及创新思维实现三个

维度[10]。 
刘云、石金涛将员工创新行为定义为员工在组织相关活动中，产生、引进和应用有益的、新颖想法

或事物的过程，其中包括形成或开发新的创意或技术，改变现有的管理程序以提升工作效率等[11]。顾远

东提出员工创新行为是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受到启发，进而产生某些新颖的构想和方案，在一定时机下，

员工会努力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即产生创新构想和执行创新构想[12]。屠兴勇认为员工创新行为是指员

工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拥有新想法和推动实践的具体行为[13]。 

3. 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个体因素 

通过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将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个体因素、领导因素、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302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吉梅 
 

 

DOI: 10.12677/mm.2022.123026 193 现代管理 
 

组织因素。 
内在动机是由于个体本身的需要而产生的，当个体认为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趣味性时，就会产生

工作愿望[14]。有学者证明了内在动机对员工创造性的积极作用[5]。当个体的内在动机水平较高时，就

会主动地提出想法和建议，根据面临的情况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搜索，在相关的创造性活动中，

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收集有用的信息，发现并创造性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当内在动机水

平偏低时，员工不愿意对创新活动进行探索和尝试，行为更倾向于常规化和程序化。如果员工处于一个

控制性、拘束性较强的工作氛围中，他们的内在工作动机会受到遏制，从而不利于创造性的提高。当员

工感受到的自主工作性越强，内在动机越有可能会被激发，进而促进创新行为的产生[15]。 
具有学习目标取向的个体关注的是个人能力发展，他们乐于接受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并通过努力工

作以提高自身技能和能力，当遇到困难和障碍时也能够坚定地解决。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着很强的兴趣

和主动性，愿意完成一些非明确要求的工作任务，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喜欢从事具有挑战性和复杂

性的工作，并投入大量热情到创新性工作中。由于他们敢于冒险、喜欢挑战自我、在困难面前不退缩，

具备了从事创新性活动所需的个体特征，因此，他们在工作中会表现出较多的创新行为[16]。 
核心自我评价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力、价值的总体判断，是自尊、自我效能感、内控性以及神经质四

个基础性、深层次人格特质的高阶结构。自尊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总体感知，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

自己是否能取得成功的自信程度，内控性是指个体相信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神经质是指个体表现

出较差的情绪适应性以及出现恐惧、抑郁、焦虑等情绪的倾向[17]。 
Madrid 等通过收集数据，提出并测试了一个多层次，互动的个人创新模型，采用情感的环状模型，

认为每周积极高兴的情绪更有助于激发创新工作行为[18]。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有可能带来失败的

风险，对自己的既定利益造成损失，具有回避绩效取向的个体对自身能力缺乏信心，不敢尝试新事物、

新方法，为了避免创新可能带来的失败风险而使自己显得工作能力不足，他们极有可能远离创新，选择

放弃。因此具有回避绩效取向的个体在工作中很少会表现出创新行为[10]。 
Chen 等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一般自我效能感是不同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人对自己具有跨

领域的能力的自信程度，而创新自我效能感单指个人对自己具有特定领域，即创新领域的能力的自信程

度。Tierney 和 Farmer 沿着领域相关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思路，结合 Amabile 的创造力理论，提出“创新自

我效能感”这一概念，它是指“个体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创新成果的信念”，这个概念中的“创新”主要

是指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是否产生新颖而适当的想法和解决办法。Tierney 和 Farmer 证明了员工知识、工

作效能感、主管支持、任务复杂性对创新效能感的正向促进作用[19]。Chong 研究了员工个体特征、主管

支持和工作环境因素对创新效能感的影响，提出支持性非控制性的管理、鼓励员工间交流、风险承担导

向等组织因素对创新效能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0]。 
Cheng 等认为创造力自我效能感是员工创造力或员工创新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21]。顾远东

和彭纪生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人对于自己在工作上能否有创造性表现的信念，即对自己创造性地

完成工作任务、达到工作目标、有创意地克服困难与挑战等能力的信心评价。他们发现创新自我效能感

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直接正向的影响，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越强，其创新构想的产生和执行行为就表

现得越多[12]。 
杨晶照等利用 497 位企业在职员工的数据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员工创新角色认同、创新自我

效能感及创新意愿都对创新行为有着正向的影响作用[22]。 
在后续研究中，杨晶照等从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感视角，对组织文化与员工的创新行为进行研究，

结果证明组织文化会对员工创新行为和员工创造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员工创造力自我效能感在组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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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具有中介作用[23]。 
顾建平等认为具有高创新自我效能的员工会产生更多的创新行为，创造更高的创新绩效，因此推断

二者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影响[24]。王楠等研究结果发现创新自我效能感、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和创新行为

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创新自我效能感、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均可正向预测创新行为[25]。高鹏等研究

得出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新行为和创新内生动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内生动机在员工的创新

自我效能感与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6]。马璐，刘闯研究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差错取向与员工创

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差错反感文化负向调节差错取向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关系[27]。 
张志强，吕爽研究表明创客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正向的影响，众创空间创新文化在

两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创新支持在创新自我效能、创新文化以及创新行为的影响中起到正向

调节作用[28]。马璐，纪建伟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 210 份企事业单位的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创新自我效能感能够完全中介地位威胁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29]。 
孙彦玲等认为在团队中，创新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通常缺乏信心，在面对负面情境如地位威胁时，

往往无力改变现状，产生自卑感甚至自我质疑，怀疑自己产生创造性想法的能力，因此会消极工作，不

愿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最终致使自身创造力降低[30]。李鲜苗等认为创新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

体往往有坚定的信念和冒险精神，能够有效面对团队中负面情境带来的压力，更愿意积极主动地寻找各

种方式来应对困境，对自己充满信心，能够提出实用的创造性想法，创造力水平高[31]。 

4. 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领导因素 

领导者对员工创新提供的支持会对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激励员工创新行为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对其

创新理念的支持，或是对具体工作和人际关系的支持等[32]。研究表明，领导者为员工提供的支持性环境，

包括进展反馈、公平表现和信任的行为都会促进员工创新行为[33]。 

4.1. 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 

仁慈领导表现为对下属的关心、提供救助等。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下属会更努力地工作，创新积极

性也会增强。仁慈领导在下属出现失误时给予改正的机会，还会对下属进行指导和鼓励，从而下属能够

在工作中没有后顾之忧地提出新的想法，并敢于尝试创新性实践。相关研究表明，创造性成果与领导者

表现出的同情心和体谅有关[34]。 
德行领导强调领导者公私分明，正直尽责，易赢得下属的认同和尊重。领导是个体易学习和模仿的

榜样，员工会认同且效法德行领导的品行操守。已有研究验证了德行领导能够增强下属的工作动机[35]。 

4.2. 交易性领导风格和变革性领导风格 

交易型领导风格是指建立在交易或者契约基础上的领导风格，即领导根据员工的努力和绩效提供相

应的奖励或惩罚。交易型领导以满足下属的当前需要为代价，以达到既定的绩效目标。领导者通过明确

角色和任务要求，指导下属向着既定的目标活动，领导者向员工阐述绩效的标准，同时员工也将得到相

应的回报。交易型领导以组织管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为基础，完全依赖组织的惩罚来影响员工的行为，

强调工作标准，倾向于重视任务的完成和员工的遵从。Zhu and Akhtar 认为尽管交易型领导是有效领导的

重要基础，但不足以激发创新行为[36]。 
变革型领导风格主要关注与下属建立积极而深厚的感情联络，激发并提升下属的价值观和需求层次

以及个人潜能，与下属保持良好的沟通并鼓励下属关心和追求企业的共同目标。集中关注较长期的目标，

强调以发展的眼光鼓励员工发挥创新能力。引导员工不仅为了他人的发展，也为了自身的发展承担更多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3026


杨吉梅 
 

 

DOI: 10.12677/mm.2022.123026 195 现代管理 
 

的责任。 
Shin 和 Jung 的研究提出变革型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有促进作用[37]。Avolio 证实了变革型领导风

格能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能使员工信任并尊重领导者[38]。Eisenbeiss and Boerner 认为变革型领导的高

低层次上会出现不同的机制，以激发创新行为[39]。从低层次看，尽管员工缺乏领导者的指导，但他们也

拥有更大的知识自由来进行创新。在高水平上，创新行为的发生是因为与变革型领导相关的活动(即愿景，

智力刺激和支持)鼓励了创造性的反应及其有效实施。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变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之间存在

曲线关系的证据。 
Zhu and Akhtar 认为变革型领导超越了交易型领导，而交易型领导则侧重于与追随者建立交流关系，

以实现特定的奖励目标。尽管交易型领导是有效领导的重要基础，但不足以激发创新行为[36]。有学者认

为，变革领导对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在变革领导的低水平和高水平都将更强。通过在美国进行的多参与

者团队级别研究，以及在荷兰对教师进行纵向员工级别研究，两项研究的结果都表明，知识共享可解决

变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而间接关系是曲线的[40]。 

5. 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组织因素 

5.1. 团队成员 

在创新活动的合作过程中，团队成员之间积极的良性互动(如知识、信息和观点的交流)能够扩充组织

成员的知识面，并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从而满足他们对知识的需求，进一步调动他们对创新活动投入

的积极性[41]。Zhou 等学者的研究证实，团队成员间的积极互动有助于成员及团队创新行为的提高[42]。
Garivani 也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良好的团队合作氛围能够对员工的创造性产生积极的影响[43]。 

5.2. 激励 

Eisenberger 基于习得性勤奋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组织的外在激励能够补偿个体

在创新活动中产生的认知厌恶和精力的损失，从而促进个体的创新行为[44]。Fernandez & Moldogaziev
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表明，作为多层面的管理方法，授权增加了对创新的鼓励[45]。基于社会交换理论

中的互惠法则，只有当企业给予了员工足够的薪酬激励之后，作为受惠者的员工才会给予企业正面的生

产行为的回馈，这也成为薪酬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一个有力论据[46]。Eisengerber 等通过元分析总结了

一个 60 多项研究的结果，检查奖励对创造力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创新绩效奖励对员工的创新

行为有指导作用，能够减少个体采取常规化方法的行为[44]。 

5.3. 组织创新氛围 

Vessey 在研究中证实，当员工感知的组织创新氛围较高时，会产生更强的工作动机并主动进行更多

的创新行为[47]。员工出于渴望工作自主的目的，更有可能、也有理由积极参与到工作当中。相反，如果

员工身处于一个控制性、拘束性较强的工作氛围中，他们的内在工作动机就会减弱，从而不利于创造性

的提高[15]。 
Vandyck [48]等认为，差错管理文化是在发现差错以及对差错的管理中的一套共同的信念、规范和约

定俗成的做法，主要包含差错理解与掌握、差错沟通与交流、是否有勇气承担差错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以及对差错是否反感 4 个方面的内容。差错反感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即组织成员畏惧差错，在工作中

主动规避差错，一旦差错发生，成员感到沮丧并极力采取一切措施遮掩所犯下的错误。由于价值观、情

感、目标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即便在同一组织中，员工感知到的差错反感文化也有可能不同。具有良好

差错管理文化的组织会倡导成员沟通差错，鼓励成员分享有关差错的知识，促进成员在差错情境中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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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Edmondson 发现如果组织成员知道当错误发生时，他们不会受到责备和嘲笑，组织成员便能有较高

的创新能力[49]。Pearn，Mulrooney 认为正向差错管理文化下，当差错发生时，组织成员努力从错误中学

习，不再犯相同的错误，这样人们就能看到组织成员的创新能力，改善组织绩效[50]。 
王重鸣、洪自强认为差错管理文化就是与差错有关的组织实践、程序和态度，即组织处理差错的方

式方法，在研究中发现差错管理气氛中的差错掌握维度显著正向的影响着组织效能，而差错压力维度则

负向作用于组织效能[51]。支富华从差错和差错管理的概念入手，分析和比较了差错预防等相关概念，并

从理论上论述了差错管理的应用，包括差错管理与组织学习、企业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和全面品质管理

等方面[52]。 
王重鸣和郭维维等针对创业者差错取向的绩效作用进行了研究，选取并研究了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

的样本，结果发现在中国样本模型中，创业企业差错气氛在创业者差错取向的绩效影响中不起中介作用，

而在德国样本模型中正相反[53]。 
朱颖俊，白涛在其对差错管理文化与组织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当差错发生时，如果组织能

够尽量减少发生差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增加发生差错时可能带来的潜在正面影响，就能促进组织

创新，进一步提升组织绩效[54]。尹润锋研究发现领导风格、差错管理文化和组织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一定

的正相关，结果也表明了变革型领导与差错管理文化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差错管理文化正向影响组织

创新绩效[55]。 
尹润锋和朱颖俊发现发展取向的绩效考核对正向差错管理文化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评价取向的绩效

考核与差错管理文化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差错管理文化在绩效考核目标取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

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56]。陈文沛将差错管理气氛分为了差错风险、差错压力、差错管理制度等五个维度，

并以此研究了差错管理气氛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差错管理气氛的各个维度均对员工

创新行为产生影响作用[57]。 
杜鹏程等发现组织差错管理文化对员工创造力产生正向的跨层次影响，组织要想提高组织成员的创

造力需亟待重视差错管理文化的建设，应当认识到差错在工作中是不可避免和完全消除的[58]。张家年和

谢阳群根据差错管理文化类型的不同制定激励或惩罚制度、策略和措施，得出了两种组织触发差错知识

共享和差错学习的策略均衡条件[59]。 
李万明和李君锐提出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自主性，提升员工的心理可得性，营造正向的差

错管理文化氛围，来加快员工创新行为的形成与发展，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60]。顾宇薇和应志方证实

了差错学习能力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即个人差错学习能力越高，差错管理文化对员工绩效的影响程度就

越小，个人差错学习能力较低，差错管理文化就比较重要[61]。 
Sanders 着重强调知识共享是一种影响创新行为的特定行为机制，在 Sanders 和 Shipton 看来，知识边

缘共享着重于员工和团队之间的信息传递以共同创造新见解，并且是团队学习的先决条件[62]。知识共享

有助于知识在个体间的流动，促进新颖想法的产生，从而有助于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63]。 
个人–组织匹配理论认为，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是个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组织创新氛围

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情景，在组织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显然有着重要的连接作用。这就要求在全面理解

组织整体环境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时，要考虑员工的个体因素。一些研究也尝试在探讨创新行为

时同时考虑组织创新氛围和个人因素[64]，学者们偏向于从个体工作动机的视角解释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

创新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65]。 
Rhoades et al.的研究表明，较高的组织支持感会促使员工产生一种关心组织建设和成长并帮助组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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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组织目标的责任感，也有助于提高员工对组织和工作的积极情感，而这种责任感和积极情感均有助于

员工内在工作动机的提高[66]。 

6. 研究结论 

本文对国内外员工创新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将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了员工个人、领

导、组织三个方面，个人因素包括创新自我效能感、内在动机、学习目标导向等，领导因素包括仁慈领

导和德行领导、交易性领导风格和变革性领导风格，组织因素包括团队成员间的关系、激励、组织创新

氛围，其中着重罗列了差错管理文化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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